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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高标准农田建设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 从改善灌溉设施、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农

地租入和提高农业机械化的传导机制，构建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影响的理论分

析框架，进而根据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 ＣＲＲＳ） １０ 省 ５０ 县 （ 市、区） ３００ 村

４３７８ 个农户样本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种植结构调

整效应与政策异质性。 结果表明：（ １）高标准农田建设促使三大主粮作物种植比例提高了７．９７％ 。

（ ２）机制分析结果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改善农地灌溉条件、增加农地租入规模和提高农业

机械化来促进种植结构调整，而非农就业的传导机制未得到验证。 （ ３） 异质性分析表明，粮食平

衡区、地形坡度和起伏度较大区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更能显著提高粮食种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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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高耕地质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 在工程建设内容方

面，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如田块整治工程）和农田地力提升工程（如

土壤改良工程） ①，将原来分散细碎化、质量较差的农地改造成为“田成方、林成行、路相通、渠
相连”的高质量农田。 经验研究表明 ［ ２］ ，高标准农田建设每增加 １ 万公顷，农地质量水平将

提升 ０ ．００４ 个等别②。 但是，农户作为耕地实际利用主体，以追求家庭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
种粮收益与非粮生产“剪刀差”愈拉愈大的背景下，农户会倾向于种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
显然，政府耕地用途管制与农户耕地非粮化利用存在一定冲突。

那么，在耕地用途管制与耕地非粮化利用冲突的现实情境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如何对农

户种植结构调整产生影响呢？ 多数研究聚焦于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生产要素配置如农地

流转 ［ ３］ 、农业机械化 ［ ４］ 、农药化肥减量 ［ ５－ ７］ ，以及农业生产经营如粮食产能 ［ ８ ～ １２］ 、农业生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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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１３－ １４］ 和农户减贫增收 ［ １５ ～ ２０］ 的影响。 部分研究者关注到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粮食作物的播

种面积、所占比例和专业化水平的影响，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了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胡新艳等 ［ ２１］ 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 ３０ 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高标

准农田建设通过提升粮食复种指数来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并且不会影响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张禹书等 ［ ２２］ 对 ２０２１ 年全国 １０ 省 １０２５ 个农户的实证研究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了水

稻、玉米和小麦的播种面积。 二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 李晓慧

等 ［ ２３］ 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 ３１ 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了粮食作物种

植面积比例。 钱龙等 ［ １］ 对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 ２８ 省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通过促

进土地流转、提升农业机械化和提高种粮比较收益等传导途径增加了粮食种植比例，而且在

地形起伏度较大区域、非粮食主产区和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发挥更加显著的政策效应。 三是高

标准农田建设提升了粮食作物种植的专业化水平。 龚燕玲等 ［ １１］ 对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 ３１ 省面板

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了粮食种植专业化程度。 龚燕玲等 ［ ２４］ 对 ２０２１ 年

全国 １０ 省 １０２５ 个农户的实证研究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激
励农户种植粮食作物。 曾琳琳等 ［ ２５］ 对湖北、湖南和江苏 ２８２ 个县域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面板数据

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粮食作物种植专业化水平。 宋羽等 ［ ２６］ 对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通过促进农地流转、提升农业机械化和提高种

粮专业化等传导渠道，推动种植结构“趋粮化” 。
虽然部分研究者认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 ，但较多基于宏观省级

统计数据，较少提供全国大样本农户调查的微观证据，也没有深入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粮

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丰富现有研究：一是从

改善灌溉设施、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农地租入和提高农业机械采纳四个传导路径，构建高标准

农田建设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是采用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中国乡村

振兴综合调查（ ＣＲＲＳ） １０ 省 ５０ 县 ３００ 村 ４３７８ 个农户的调查数据，提供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

户种植结构调整影响的全国代表性微观农户经验证据。 三是定量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

户粮食内部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以丰富本领域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

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通过改善灌溉设施、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农地租入和提高农业机械

采纳的传导途径，激励农户种植更易于机械化生产的粮食作物。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灌溉设施与种植结构调整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改善灌溉设施，以增加农户粮食种植比例。 一方面，高标准农田建

设通过灌溉与排水工程改善了农业灌溉设施。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增加了有效灌溉面积占

耕地面积的比例 ［ ３］ ，而且提升了节水灌溉面积占耕地灌溉面积的比例 ［ １１］ 。 另一方面，农业灌

溉设施对种植结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 水资源短缺不仅会提高玉米和豆类的种植比例，而且

会降低水稻和小麦的种植比例 ［ ２７］ 。 灌溉设施显著增加了粮食作物种植结构比例 ［ ２８］ 。 灌溉

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农户耕地“非粮化”倾向 ［ ２９］ 。
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Ｈ １：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改善农田灌溉设施增加粮食种植比例。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非农就业与种植结构调整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促进农户非农就业，而且促使农户采用农机服务缓解农业劳动力短

缺，还推动农户种植全程机械化水平更为成熟的粮食作物。 一方面，土地整合提升耕地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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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既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 ［ ４，３０］ ，又能实现机械化替代人工劳动以促使更多的家庭劳动力配

置到非农生产领域 ［ ２４－ ２５］ 。 同时，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和防灾抗灾减

灾能力，对农业劳动力要素投入产生替代效应，在保持农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农业劳动

力要素投入 ［ １４］ 。 另一方面，非农就业促使农户调整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和农作物种植结

构。 非农就业促进农户增加机械易于替代劳动力的粮食生产，从而提高粮食种植面积比

例 ［ ３１－ ３３］ 。 同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距离越远，农户种植粮食作物的可能性越大 ［ ３４］ 。
本文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Ｈ ２：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增加粮食种植

比例。
（三）高标准农田建设、农地租入与种植结构调整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促进农户农地租入的方式，进而影响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 一方

面，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了农户农地租入 ［ ３５－ ３６］ 。 一是田块整治工程通过实现连片经营促进

农地租赁 ［ １］ 。 二是农地整治通过改善耕地质量，提高了农业经营收益，从而促进农户租入农

地 ［ ３７］ 。 三是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提升农业机械化和降低农业劳动强度的传导路径，促使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加农地经营规模 ［ ３０］ 。 另一方面，农户扩大农地租入规模将提高粮食种植

比例。 在家 庭 农 业 劳 动 力 充 裕 的 情 境 下，农 户 农 地 租 入 会 促 使 农 作 物 种 植 结 构 “ 非 粮

化” ［ ３８－ ３９］ ；相反，在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情境下，农户农地租入将增加种植土地密集型的粮食作

物，并减少种植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从而促进了农作物种植结构“趋粮化” ［ ４０］ 。 通过农

地租入的方式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将促使非粮作物种植比例快速下降 ［ ３８，４１］ 。
本文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Ｈ ３：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促进农户农地租入，增加粮食种植

比例。
（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机械化与种植结构调整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促进农户农业机械采纳，诱导农户种植更适宜机械作业的粮食作

物。 一方面，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业机械化。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田块整治、改善田间道

路和机耕路等工程，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 ［ １］ 。 在宏观省级和县域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通

过打造配套设施完善和宜机化的基本农田，有助于增加农业机械总动力 ［ １，１４，２５］ 。 在微观村庄

和农户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或农地整合提升了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可能性 ［ ４，３０］ 。 另一方

面，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作物种植结构“趋粮化” 。 从农机服务市场供给的角度，农机社会化服

务在粮食作物生产中的使用较为成熟，在经济作物生产中则存在服务环节缺位和服务范围受

限等现实困境；从农机服务市场需求的角度，农户对农业机械的劳动力替代具有极高的需

求 ［ ４２］ 。 因此，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市场供需相互匹配，促进了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趋粮化” 。
本文由此提出研究假说 Ｈ ４：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增加粮食种植

比例。

三、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实施的中

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以下简称 ＣＲＲＳ） 。 ＣＲＲＳ 样本数据分

布于全国 １０ 个省份 ５０ 个县（市、区） １５０ 个乡镇 ３００ 个行政村 ４３７８ 个农户。 ＣＲＲＳ 调查的

抽样框是在农村长期居住的农户，包括部分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 具体抽样原则详见王术

坤等 ［ ２］ 的研究。 其中，２０２０ 年基期调查和 ２０２２ 年追踪调查的样本量分别为 ３７３８ 户和 ３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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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两期调查成功追访了 ３０２２ 户，样本追踪率为 ８０ ． ８２％。 ２０２２ 年未追踪到的样本农户共

７１６ 户，并依据基期调查的等距随机抽样方法新增了 ６４０ 个样本农户，确保每个样本村庄至

少 １２ 户。
本文使用的指标来自 ＣＲＲＳ 调查数据的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村庄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通过实地调研和电话回访的方式，获取样本村庄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年份。 二是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１ 年的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查种植面积 ０ ． ５ 亩以上的作物，不包括林木） 。 三是农地禀赋

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和村庄社会经济特征。
表 １ 汇报了样本农户粮食种植结构变化。 首先，种植农作物的农户比例增加，不种植农

作物的农户比例则下降。 种植农作物的农户比例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３ ． ４％ 增加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６８. ５％。 不种植农作物的农户比例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６ ． ６０％下降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１ ． ９５％。 其次，
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比例增加，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比例则下降。 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比例

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５ ． ９４％ 增加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５８ ． １９％。 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比例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８. ６２％下降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４ ．５０％。 最后，户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基本

保持不变。 两者分别维持在 ３２ 亩 ／户和 ３０ 亩 ／户。
表 １　 样本农户和农作物种植情况

数据类型
２０２０ 年基期调查 ２０２２ 年追踪调查

户数 播种面积（亩 ／ 户） 户数 播种面积（亩 ／ 户）

样本农户数 ３７３８ — ３６６２ —

不种植农作物 １３６８（ ３６．６０） — １１７０（ ３１．９５） —

种植农作物 ２３７０（ ６３．４０） ３２ ．１１ ２４９２（ ６８ ．０５） ３１ ．８１

种植粮食作物 ２０９１（ ５５．９４） ３０ ．４８ ２１３１（ ５８ ．１９） ３０ ．７０

种植经济作物 ６９６（ １８ ．６２） １１ ．９４ ５３１（ １４ ．５０） ６ ．８９

　 　 注：括号内数字为户数占样本农户数的比例（ ％） 。 粮食作物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等作物；经济作物包括棉花、油料

和糖料等作物。

（二）模型设定

依据上述，为了定量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计

量经济模型：
Y ｉｊｔ ＝ α０ ＋ β１Ｈｉｇｈ ｉ（ ｔ － １） ＋ γＸ ｉｊｔ ＋ ｈ ｊ ＋ ｙ ｔ ＋ ε ｉｊｔ （ １）

式（ １）中，Y ｉｊｔ是第 ｉ 个村庄第 ｊ 个农户在第 ｔ 年的粮食作物种植比例①（包括粮食作物种植

比例、三大主粮种植比例、小麦种植比例、玉米种植比例、稻谷种植比例和其他粮食种植比

例） 。 Ｈｉｇｈ ｉ （ ｔ－１） 是截至上年（ ｔ－１ 年）第 ｉ 个村庄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状况（是 ＝ １，否 ＝ ０） 。 Ｘ ｉｊｔ

是农地、家庭和村庄特征。 ｈ ｊ是家庭固定效应，ｙ ｔ是时间固定效应， ε ｉｊｔ 是随机误差项。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单个农户的农作物种植决策而言，政府主导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具有很强的政策外生性 ［ ２，２４，３６］ ，因此计量经济模型的反向因果关系问题并不严重。 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可以有效克服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同时，尽可能加入较为外生的农地禀

赋、家庭变量和村庄特征以缓解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 在回归分析中，采用村庄层面

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修正组内自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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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国家统计局的方法，将农作物种植结构分为 ３ 大类：粮食作物（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 、经济作物（ 包括棉花、
油料和糖料）和其他农作物（如青饲料） 。 其中，粮食作物又可以细分为三大主粮作物（ 小麦、玉米、水稻） 和其他粮食作物

（如杂粮、豆类、薯类等） 。



（三）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选择的变量包括因变量、核心自变量、机制变量和控制变量 ４ 类，有关变量的具体

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和赋值

全部农户样本 已建设村庄 未建设村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独立样本

ｔ 检验

（ ３） －（ ５）

粮食作物种植比例 ７６．９６ ３３．８９ ７２．３３ ３５．８７ ７７．９６ ３３．３６ －５．６３∗∗∗

三大主粮种植比例 ６６．７３ ３７．５９ ６１．９３ ３９．７８ ６７．７８ ３７．０２ －５．８５∗∗∗

　 小麦种植比例 １３．８８ ２２．１０ １４．５９ ２１．６８ １３．７２ ２２．２０ ０．８７

　 玉米种植比例 ３７．４６ ３４．３９ ３１．２３ ３１．７４ ３８．８１ ３４．７９ －７．５９∗∗∗

　 稻谷种植比例 １５．４０ ２９．８３ １６．１１ ３０．９９ １５．２５ ２９．５８ ０．８６

其他粮食种植比例 １０．２２ ２２．６８ １０．４１ ２２．０５ １０．１８ ２２．８２ ０．２２

高标准农田建设 截至上年是否建设高标准农田：是

＝ １；否＝ ０

０．１８ ０．３８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农地灌溉条件 可灌溉面积占家庭农地经营面积

比例（％）

７２．４１ ３．５６ ８３．２８ ６．５９ ７０．２４ ４．０６ １３．０４∗

农户非农就业 非农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比

例（％）

１１．３４ ０．２８ １２．０８ ０．７０ １１．１８ ０．３１ ０．９０

农地租入规模 农地租入面积占家庭经营面积比

例（％）

１９．７４ ０．５３ １８．７１ １．２０ １９．９７ ０．５９ －１．２６

农业机械化 粮食作物机械作业比例（％） ５１．５６ ０．７３ ５７．３１ １．７３ ５０．４５ ０．８０ ６．８５∗∗∗

自有耕地面积比例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中自有耕地面

积比例（％）

６７．０６ ０．７２ ６５．１４ １．７４ ６７．４８ ０．７９ ２．３４

农地细碎化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地块数之比

（亩 ／ 块）

３．５１ ０．１１ ２．７５ ０．２０ ３．６８ ０．１３ －０．９３

农地土壤类型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中黑土壤面积

比例（％）

１６．２３ ０．６２ ６．６６ ０．９９ １８．３１ ０．７２ －１１．６６∗∗∗

家庭抚（赡）养比 ０～１５ 岁和 ６５ 岁及以上家庭成员

数与家庭总劳动力数的比值

０．４５ ０．４７ ０．４４ ０．４５ ０．４５ ０．４７ －０．０１

家庭劳动力年龄 家中劳动力平均年龄 ４８．６８ ９．５４ ４８．８６ ９．１５ ４８．６４ ９．６２ ０．２２

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家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８．１１ ２．６１ ８．３２ ２．８５ ８．０６ ２．５６ ０．２５∗∗

家庭劳动力女性化 女性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

例（％）

４７．１８ １６．４１ ４８．０８ １６．０３ ４６．９８ １６．４９ １．０９∗

家庭劳动力老龄化 ６５ 岁及以上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

力的比例（％）

１５．６３ ２９．４０ １４．４５ ２９．３１ １５．８９ ２９．４１ －１．４３

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 是＝ １；否＝ ０ ０．１２ ０．３２ ０．１４ ０．３５ ０．１１ ０．３２ ０．０３∗

村庄经济发展 本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取自

然对数值

９．３９ ０．４０ ９．５３ ０．４３ ９．３５ ０．３８ ０．１８∗∗∗

村庄互联网发展 本村已连宽带户数占村庄总户数

的比例（％）

６２．３４ ３０．４３ ６０．６８ ３３．４０ ６２．７０ ２９．７３ －２．０３∗

村庄快递物流发展 本村快递到户情况：所有户都能到

＝ １；其他＝ ０

０．２４ ０．４２ ０．３１ ０．４６ ０．２２ ０．４１ ０．０９∗∗∗

村庄自然灾害 近 ３ 年村庄是否遭受自然灾害：是

＝ １；否＝ ０

０．６３ ０．４８ ０．６６ ０．４８ ０．６３ ０．４８ ０．０３∗

　 　 注： ∗、∗∗、∗∗∗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两期农户面板数据的观测值个数为 ３４５６，村庄已建设、尚未建设

高标准农田的农户样本数分别为 ６１８、２８３８。 人均可支配收入采用农村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折算为 ２０１９ 年的不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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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因变量：粮食种植结构。 采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对粮食作

物种植结构进行测度 ［ ４３］ 。 同时，从以下两个层面考察粮食内部种植结构调整：一是将粮食作

物种植比例区分为三大主粮种植比例和其他粮食种植比例 ［ ３２，４４］ ；二是三大主粮种植比例细

分为小麦种植比例、玉米种植比例和稻谷种植比例 ［ ４１］ 。 从表 ２ 可知，样本农户的粮食作物种

植比例为 ７６ ．９６％，略高于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全国粮食作物种植比例（ ６９ ．９４％和 ６９ ． ７２％） ①。
已建设高标准农田村庄的粮食作物种植比例（ ７２ ． ３３％） 、三大主粮种植比例 （ ６１ ． ９３％） 和玉

米种植比例（ ３１ ．２３％）明显低于未建设高标准农田村庄的种植比例（分别为 ７７ ．９６％、６７．７８％
和 ３８ ．８１％） ，两者差异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此外，不管村庄是否建设高标准农田，小麦

种植比例和稻谷种植比例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性。
２ ．核心自变量：高标准农田建设。 本文根据村庄建设高标准农田年份，采用“截至上年村

庄建设了高标准农田（是 ＝ １，否 ＝ ０） ”进行测度。 基于 ＣＲＲＳ 两期调查数据可知，当前中国建

设高标准农田的村庄覆盖面相对较低。 截至 ２０２１ 年，３３ ．７％的样本村庄建设了高标准农田。
其中，１３％的样本村庄在 ２０１７ 年及之前建设了高标准农田，９ ． ６％的样本村庄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建设了高标准农田，１１ ．３％的样本村庄在 ２０２１ 年建设了高标准农田。

３ ．机制变量。 机制分析所用变量包括农地灌溉条件、农户非农就业、农地租入规模和农

业机械化。 从表 ２ 可知，已建设高标准农田村庄的农地灌溉条件（ ８３ ． ２８％）优于未建设高标

准农田村庄的农地灌溉条件（ ７０ ．２４％） ，两者差异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显著。 已建设高标准农

田村庄的农业机械化（ ５７ ．３１％）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高于未建设高标准农田村庄的农业

机械化（ ５０ ．４５％） 。 此外，不管村庄是否建设高标准农田，农户非农就业和农地租入规模均不

存在显著差异性。
４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 ［ ３３，４０］ ，本文选取农地禀赋、家庭特征、村庄经济水平、村庄自

然灾害作为控制变量。 从表 ２ 可知，已建设高标准农田村庄、未建设高标准农田村庄的样本

农户农地禀赋（农地土壤类型） 、家庭禀赋特征（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女性化

和家中有村干部） 、村庄特征（村庄经济发展、村庄互联网发展、村庄快递物流发展和村庄自

然灾害）至少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将上述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纳入计

量经济模型是恰当的。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粮食作物种植比例的影响

表 ３ 汇报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粮食作物种植比例的回归结果。 首先，高标准农田建

设不会影响粮食作物种植比例。 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不管是否加入其他控制变量，高标

准农田建设对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均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回归 Ｉ 和回归 ＩＩ） 。 其次，
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三大主粮种植比例。 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时，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三大

主粮种植比例影响的系数估计值为 ８ ．２５，且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 ＩＩＩ） 。 在考虑其

他控制变量后，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三大主粮种植比例影响的系数估计值下降为 ７ ． ９７，且在

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 ＩＶ） 。 可见，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建设高标准农田促

使农户三大主粮种植比例增加 ７ ． ９７％。 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 ［ ２４］ 。 最后，高标准农田建

设同样不会影响其他粮食作物种植比例。 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其他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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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ｎｄｓｊ ／ 。



食作物（杂粮、豆类、薯类等）种植比例并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回归 Ｖ 和回归 ＶＩ） 。
表 ３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粮食作物种植比例的影响

变量
粮食作物种植比例 三大主粮种植比例 其他粮食种植比例

回归Ⅰ 回归Ⅱ 回归Ⅲ 回归Ⅳ 回归Ⅴ 回归Ⅵ

高标准农田建设 ５ ．０２（ ３ ．９６） ４ ．８５（ ３ ．９１） ８ ．２５∗（ ４ ．２５） ７ ．９７∗∗（ ３ ．４９） － ３．２３（ ２ ．５１） － ３．１２（ ２ ．２７）

常数项 ７６．８２∗∗∗（０．７５） ３２．８３（２１．１１） ６５．４１∗∗∗（０．８２） －５．５１（２２．６０） １１．４２∗∗∗（０．４８） ３８．３４∗∗（１５．２６）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３４５６ ３４５６ ３４５６ ３４５６ ３４５６ ３４５６

Ｒ２ ０ ．００３ ０ ．１５０ ０ ．００３ ０ ．２２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４

　 　 注：∗、∗∗、∗∗∗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字为村庄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下表同。

（二）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粮食内部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

表 ４ 进一步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粮食内部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 其一，高标准

农田建设增加了小麦种植比例。 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时，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小麦种植比例影

响的系数估计值为 ２ ．６６，且在 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 Ｉ） 。 在考虑其他控制变量之后，高
标准农田建设对小麦种植比例影响的系数估计值上升为 ２ ． ７２，且同样在 ５％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回归 ＩＩ） 。 其二，高标准农田建设不影响玉米和稻谷的种植比例。 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上，不管是否放入控制变量，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玉米和稻谷种植比例均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

显著影响（回归 ＩＩＩ—回归 ＶＩ） 。 可见，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是农户调整玉米和稻谷种植比例的

关键因素。 其原因在于农机社会化服务在小麦生产中的使用较为成熟，因此高标准农田建设

更能通过农业机械采纳的传导途径提升小麦的种植比例。 同时，玉米种植比例调整主要受到

玉米收储政策的影响 ［ １］ 。
表 ４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粮食内部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

变量
小麦种植比例 玉米种植比例 稻谷种植比例

回归Ⅰ 回归Ⅱ 回归Ⅲ 回归Ⅳ 回归Ⅴ 回归Ⅵ

高标准农田建设 ２ ．６６∗∗（ １ ．２４） ２ ．７２∗∗（ １ ．３３） ４ ．４０（ ３ ．７５） ４ ．５３（ ３ ．１６） １ ．１８（ １ ．６９） ０ ．７２（ １ ．６５）

常数项 １４．１１∗∗∗（０．２５） ７．３２（９．９０） ３４．９６∗∗∗（０．７１） －４．９３（１８．８６） １６．３３∗∗（０．３４） －７．９０（１６．６３）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３４５６ ３４５６ ３４５６ ３４５６ ３４５６ ３４５６

Ｒ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６ ０ ．１５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７

（三）作用机制检验

表 ３ 和表 ４ 仅提供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粮食种植比例的总体影响。 接下来，本文进

一步检验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改善灌溉设施、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农地租入和提高农业机械

化的传导机制，对农户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影响的作用机制（表 ５） 。
首先，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改善农田灌溉设施，促进了种植结构“趋粮化” 。 定量分析结

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了农地灌溉条件①。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灌溉条件影响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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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估计值分别为 ５２ ．５７，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 Ｉ） 。 这意味着，建设高标准农田促

使可灌溉面积占家庭农地经营面积的比例增加 ５２ ．５７％。 不仅如此，经验研究表明，灌溉设施

改善显著增加了粮食作物种植结构比例 ［ ２８］ 。 由此，理论假说 Ｈ １ 得到验证。
其次，高标准农田建设尚未能通过非农就业的渠道对种植结构调整产生影响。 定量分析

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非农就业影响的系数估计值为 ２ ． ６６，且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

不显著（回归 ＩＩ） 。 可见，高标准农田建设未能显著促进农户非农就业。 由此，尚无充足的微

观定量证据支持理论假说 Ｈ ２。
再次，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增加农地租入规模，促进了种植结构“趋粮化” 。 定量分析结

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了农户农地租入规模。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租入规模影响的

系数估计值为 ７ ．４４，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 ＩＩＩ） 。 可见，高标准农田建设促使农户

农地租入面积占家庭农地经营面积的比例增加了 ７ ． ４４％。 不仅如此，经验研究表明，通过租

入农地扩大经营规模的租地经营者将增加种植土地密集型的粮食作物，而减少种植劳动密集

型的经济作物，从而促进农作物种植结构“趋粮化” ［ ３８－ ４１］ 。 由此，理论假说 Ｈ ３ 得到验证。
最后，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了种植结构“趋粮化” 。 定量分析

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农户农业机械化水平。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农业机械化

水平影响的系数估计值为 ３ ． ９３，且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 ＩＶ） 。 可见，高标准农田

建设促使农户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了 ３ ． ９３％。 不仅如此，经验研究表明，农业机械化促进农

作物种植结构“趋粮化” ［ ４２］ 。 由此，理论假说 Ｈ ４ 得到验证。
表 ５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影响的作用机制

变量
农地灌溉条件 农户非农就业 农地租入规模 农业机械化

回归Ⅰ 回归Ⅱ 回归Ⅲ 回归Ⅳ

高标准农田建设 ５２．５７∗∗∗（ ２ ．６７） ２ ．６６（ ２ ．０７） ７ ．４４∗∗∗（ ２ ．４５） ３ ．９３∗（ ２ ．１８）

常数项 － ３９７．９３∗∗∗（ １０１ ．５３） ５７ ．９６∗∗∗（ １４ ．８０） １３ ．４１（ ２１ ．７２） ５５ ．８９∗∗∗（ １７ ．９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庄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２８６１ ３４５６ ３４５６ ２７７２

Ｒ２ ０ ．１５０ ０ ．１０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四）政策异质性效应

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地形地貌特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在不同现实情境下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政策异质性效应。 本文将从粮食生

产功能区和地形地貌特征的现实情境，揭示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的差

异化影响。
一方面，粮食平衡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更能显著提高农户粮食种植比例。 由表 ６ 可知，

相对于粮食主产区而言，粮食平衡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平衡区）对三

大主粮种植比例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粮食主销区的高标准农

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主销区）对三大主粮种植比例则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

响。 其原因可能在于粮食主产区的自然条件优越，粮食种植比例普遍较高，而粮食平衡区的

耕地资源禀赋则相对较差，粮食种植比例相对较低，因此粮食平衡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

农户粮食种植比例的边际效应更为明显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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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不同粮食生产功能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粮食种植比例的影响

变量 三大主粮种植比例

高标准农田建设 ３ ．４５（ ４ ．４５）

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平衡区 １３ ．２５∗（ ７ ．０１）

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主销区 － １６．３４（ ２０ ．７２）

常数项 ２３ ．３８（ ２４ ．６２）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观测值 ３４５６

Ｒ２ ０．０１３

　 　 另一方面，地形坡度和起伏度较大区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更能显著提高农户粮食种植比

例。 地形差异显著影响农户种植决策 ［ ４５］ 。 由表 ７ 可知，随着地形坡度增大，高标准农田建设

更能显著提高三大主粮种植比例。 “高标准农田建设 ×地形坡度” 对三大主粮种植比例的系

数估计值为正（ ６ ．６５） ，且在 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 Ｉ） 。 同理，随着地形起伏度上升，高
标准农田建设更能显著增加三大主粮种植比例。 “高标准农田建设 ×地形起伏度” 对三大主

粮种植比例的系数估计值为正（ ９ ．９５） ，且在 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 ＩＩ） 。 此外，相对于

丘陵山地地区，平原地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粮食种植比例的作用显著较小。 “高标准

农田建设×平原地区”对三大主粮种植比例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回归 ＩＩＩ） 。 其原因可能在于地貌平坦区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农业经营条件的提升空

间相对较小 ［ １］ 。 相反，地形坡度和起伏度较大区域的耕地条件相对较差，农地流转发育和农

业机械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因此高标准农田建设更能有效改善农户农业生产条件，进而更

加显著地提升农户粮食种植比例。
表 ７　 不同地貌特征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粮食种植比例的影响

变量
三大主粮种植比例

回归Ⅰ 回归Ⅱ 回归Ⅲ

高标准农田建设 ２．２１（ ５ ．０６） － ０．６６（ ５ ．７１） １３ ．２９∗∗∗（ ４ ．６０）

高标准农田建设×地形坡度 ６ ．６５∗∗（ ２．７４）

高标准农田建设×地形起伏度 ９．９５∗∗（ ４ ．９７）

高标准农田建设×平原地区 － １５．２５∗∗∗（ ５ ．５７）

常数项 １８．８１（ ２４ ．８０） ２１ ．６６（ ２４ ．６０） １４ ．９２（ ２４ ．４９）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３４５６ ３４５６ ３４５６

Ｒ２ ０．０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４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从改善灌溉设施、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农地租入和提高农业机械化的研究视角，构建

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采用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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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ＣＲＲＳ） １０ 省 ５０ 县（市、区） ３００ 村 ４３７８ 个农户样本数据，实证分析高

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得到以下研究结论：首先，高标准农

田建设对农户粮食作物种植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化影响。 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了三大主粮

作物（特别是小麦）的种植比例，从而促进了农户农作物种植结构“趋粮化” 。 高标准农田建

设提高三大主粮作物和小麦的种植比例分别为 ７ ． ９７％和 ２ ． ７２％。 其次，机制分析结果显示，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改善灌溉设施、增加农地租入规模和提高农户农业机械化水平来促进农

户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但尚未能通过农户非农就业的传导机制有效地发挥预期作用。 最

后，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粮食平衡区、地形坡度和起伏度较大区域建设的高标准农田更能

显著提高农户粮食种植比例。
（二）政策启示

上述描述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具有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进

程。 当前全国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村庄覆盖率相对较低。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只有 ３３ ． ７％的样本村

庄建设了高标准农田，因此，应以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 》为契机，落
实逐步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政策措施。 二是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

量。 高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是有效发挥高标准农田提升农户种粮比例的重要前提。 可见，地
方政府应严格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三是因地制宜实施不同工程建设模

式。 在不同客观情境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种植结构 “ 趋粮化” 影响存在政策异质性。
因此，应当因地制宜地建设高标准农田，补齐各区域农田基础设施短板，避免高标准农田建设

政策实施的“一刀切” 。 四是关注农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发挥的传导作用。 高标准农

田建设能否有效发挥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效应，依赖于农地流转市场和农机服务市场。 对

此，应当注重通过田块平整工程和集中连片经营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化转型，同时，重点开展宜

机化改造和田间机耕路建设，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 五是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引发的粮

食种植结构固化风险。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

产” 。 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了三大主粮作物种植比例（特别是小麦种植比例） 。 实践中不仅

要保障粮食数量层面的安全，而且应重视粮食结构层面的安全，特别是要防范粮食种植结构

固化而诱发生态环境退化的风险。

参考文献：

［ １］钱龙，刘聪，钟钰 ．高标准农田建设、种植结构“趋粮化”与粮食安全［ Ｊ］ ．江海学刊，２０２３（ ４） ：１０３－ １１０．
［ ２］王术坤，林文声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农地流转市场转型效应［ 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３（ １２） ：２３－ ４３．
［ ３］钱龙，刘聪，郑淋议，等 ．高标准农田建设如何影响农地流转［ Ｊ］ ．中国土地科学， ２０２３，３７（ ２） ： ６２－ ７０．
［ ４］Ｎｇｕｙｅｎ Ｈ Ｑ， Ｗａｒｒ Ｐ ．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Ｊ］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１２７： １０４７５０．
［ ５］Ｘｉｅ Ｊ Ｈ， Ｙａｎｇ Ｇ Ｑ， Ｗａｎｇ Ｇ， ｅｔ ａｌ． Ｈｏｗ ｄ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ｕｒ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ｓ Ｓｈａｐ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 Ｊ］ ．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１， １０９： １０５５９２．
［ ６］梁志会，张露，张俊飚 ．土地整治与化肥减量———来自中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 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２１（ ４） ：１２３－ １４４．
［ ７］张梦玲，翁贞林，高雪萍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药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西省 ６０５

户稻农的调查数据［ Ｊ］ ．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２３，３７（ ９） ：１０６－ １１６．
［ ８］Ｗｕ Ｚ Ｐ， Ｌｉｕ Ｍ Ｑ， Ｄａｖｉｓ Ｊ．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Ｃｒｏ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５， １６（ １） ： ２８－ ４９．
［ ９］Ｎｉｌｓｓｏｎ Ｐ ．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ｒｏｐ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ｍｏｎｇ Ｆａｒｍ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

［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９， ５５（ ８） ： １７２６－ １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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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Ｔｒａｎ Ｄ， Ｖｕ Ｈ Ｔ， Ｇｏｔｏ 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ｌｏ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２， ７３： ４５５－ ４７３．

［ １１］龚燕玲，张应良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对粮食产能的影响［ Ｊ］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３（ ４） ：１７５－ １９０．

［ １２］陈莉莉，彭 继 权 ． 中 国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政 策 对 粮 食 生 产 能 力 的 影 响 及 其 机 制 ［ Ｊ］ ． 资 源 科 学， ２０２４，
４６（ １） ：１４５－ １５９．

［ １３］陈宇斌，王森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农业碳减排效果评估———基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的事件分

析［ Ｊ］ ．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２３（ ６） ：６７－ ８０．
［ １４］孙学涛，张丽娟，王振华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基于农业要素弹性与农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视角［ Ｊ］ ．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２３（ ４） ：８９－ １０８．
［ １５］赵勇智，罗尔呷，李建平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Ｊ］ ．中

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９（ ５） ：２２－ ３７．
［ １６］谢金华，杨钢桥，许玉光，等 ．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和福祉的影响机理与实证分析 ［ Ｊ］ ．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２０（ １２） ：３８－ ５４．
［ 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Ｄ Ｌ， Ｗａｎｇ Ｗ Ｘ， Ｚｈｏｕ Ｗ，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Ａ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ｙ［ Ｊ］ ．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０， ９９： １０４９８９．
［ １８］ Ｃｈｅｎｇ Ｘ， Ｃｈｅｎ Ｊ， Ｊｉａｎｇ Ｓ Ｗ，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Ｊ］ ．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２１，１０９： １０５６９２．
［ １９］Ｗａｎｇ Ｚ Ｙ， Ｗａｎｇ Ｗ Ｘ， Ｙｕ Ｌ Ｈ，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ａｎｄ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２，
１２３： １０６３９９．

［ ２０］ Ｚｈａｎｇ Ｙ， Ｗａｎｇ Ｗ Ｘ， Ｆｅｎｇ Ｙ 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２２， １１４： １０５９６３．

［ ２１］胡新艳， 戴明宏 ．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粮食增产效应［ Ｊ］ ．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２２，
２１（ ５） ： ７１－ ８５．

［ ２２］张禹书，张应良，龚燕玲 ．高标准农田建设抑制了耕地撂荒吗？ ———基于全国 １０ 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

实证［ Ｊ］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３，３７（ １２） ：５９－ ６７．
［ ２３］李晓慧， 李谷成， 高扬 ． 高标准农田建设能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连续型双重差分

的实证检验［ Ｊ ／ ＯＬ］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 ｈｔｔｐｓ：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 ． ３５１３． Ｓ． ２０２３１０２３． １７４７．
０１７． ｈｔｍｌ．

［ ２４］龚燕玲， 张应良 ． “趋粮化” 抑 或 “ 非 粮化” ：高标 准 农 田建 设 的 政策 效 应 ［ Ｊ］ ． 江 西 财经 大 学 学报，
２０２３（ ６） ： ６８－ ８３．

［ ２５］ 曾 琳 琳， 李 晓 云， 张 安 录， 等 ．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政 策 对 化 肥 减 量 的 影 响 ［ Ｊ］ ． 农 业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２２，
３８（ ２０） ：２２９－ ２３８．

［ ２６］宋羽，刘伟平，谢 臻 ．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政 策 对 种 植 结 构 影 响 的 模 型 评 估 ［ Ｊ］ ． 农 业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２３，
３９（ １７） ：２２７－ ２３５．

［ ２７］李玉敏，王金霞 ．农村水资源短缺：现状、趋势及其对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全国 １０ 个省调查数

据的实证分析［ Ｊ］ ．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９，２４（ ２） ：２００－ ２０８．
［ ２８］吴清华，李谷成，周晓时，等 ．基础设施、农业区位与种植业结构调整———基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年省际面板

数据的实证［ Ｊ］ ．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１５（ ３） ：２５－ ３２．
［ ２９］田蓬鹏，朱 玉 春 ． 灌 溉 供 给 对 耕 地 “ 非 粮 化 ” 的 影 响 ［ Ｊ］ ．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 ２０２３，

２２（ ２） ：９７－ １０９．
［ ３０］ 赵宇， 孙学涛 ．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否有助于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来自村庄的证据［ Ｊ］ ． 农村经济，

２０２２（ ４） ： １３５－ １４４．
［ ３１］Ｑｉａｎ Ｗ Ｒ， Ｗａｎｇ Ｄ Ｚ， Ｚｈｅｎｇ Ｌ 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６， ４７： ５４２－ ５５１．
［ ３２］钟甫宁，陆五一，徐志刚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不利于粮食生产吗？ ———对农户要素替代与种植结构调

整行为及约束条件的解析［ 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６（ ７） ：３６－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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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张琛，彭超，毛学峰 ．非农就业、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Ｊ］ ．中国软科学，２０２２（ ６） ：６２－ ７１．
［ ３４］檀竹平，洪炜杰，罗必良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种植结构“趋粮化” ［ Ｊ］ ．改革，２０１９（ ７） ：１１１－ １１８．
［ ３５］汪箭，杨钢桥 ．农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武汉和咸宁部分农户调查的实

证［ Ｊ］ ．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６，３０（ ８） ：６３－ ７１．
［ ３６］陈江华， 洪 炜 杰 ．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促 进 了 农 地 流 转 吗？ ［ Ｊ］ ． 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２２ （ ４ ） ：

１０８－ １１７．
［ ３７］王鹏，赵微 ．土地整治对农户耕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基于断点回归的实证分析 ［ Ｊ］ ．长江流域资源与

环境，２０２１，３０（ １２） ：２９９２－ ３００３．
［ ３８］张宗毅，杜志雄 ．土地流转一定会导致“非粮化”吗？ ———基于全国 １７４０ 个种植业家庭农场监测数据的

实证分析［ Ｊ］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５（ ９） ：６３－ ６９．
［ ３９］毕雪昊，周佳宁，邹伟 ． 家庭劳动力约束下经营规模对农户种植结构选择的影响 ［ Ｊ］ ． 中国土地 科学，

２０２０，３４（ １２） ：６８－ ７７．
［ ４０］罗必良，仇童 伟 ． 中 国 农 业 种 植 结 构 调 整： “ 非 粮 化 ” 抑 或 “ 趋 粮 化 ” ［ Ｊ］ ． 社 会 科 学 战 线， ２０１８ （ ２ ） ：

３９－ ５１．
［ ４１］钱龙， 袁航， 刘景景， 等 ． 农地流转影响粮食种植结构分析［ Ｊ］ ． 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１８（ ８） ： ６３－ ７４．
［ ４２］薛 信 阳， 韩 一 军， 高 颖 ． 农 机 社 会 化 服 务 可 以 促 进 农 业 种 植 结 构 “ 趋 粮 化 ” 吗？ ［ Ｊ］ ． 兰 州 学 刊，

２０２２（ １１） ：１２７－ １４１．
［ ４３］杨进，钟 甫 宁，陈 志 钢，等 ． 农 村 劳 动 力 价 格、人 口 结 构 变 化 对 粮 食 种 植 结 构 的 影 响 ［ Ｊ］ ． 管 理 世 界，

２０１６（ １） ：７８－ ８７．
［ ４４］畅倩，张聪颖，王林蔚，等 ．非农就业对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 ［ Ｊ］ ．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２１（ １１） ：８９－ １０６．
［ ４５］李庆，韩菡，李翠霞 ．老龄化、地形差异与农户种植决策［ Ｊ］ ．经济评论，２０１９（ ６） ：９７－ １０８．

（责任编辑：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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